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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治理“伦理化”的法律意涵

赵 鹏*

摘 要 传统上,科技治理主要聚焦健康、环境等物理性风险;但在当代,科技治理开始关

注并回应科技对人的主体性、社会交往规则、价值观念的影响等伦理问题,并不断呈现出“伦理

化”态势。这要求我们反思将科技与科技使用行为相割裂的方法论,推动科技治理适度民主

化、社会化。但这一任务面临科技与社会关系的不确定性、开放决策维度的难题、伦理立场的

多元性与变动性等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法律需要警惕技术决定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需要

为人类活动面对新兴科技的调适能力提供制度环境。科技治理的伦理化,一方面要求在科技

研发、设计等“上游”,设计原则性、程序性的要求,推动伦理考量结构化地嵌入科技研发过程,
确保科技研发不仅仅考虑工具性价值,而且关注复合性的科技-伦理探究;另一方面,这也要

求法律对“下游”的涉科技使用行为进行回应性规制。通过创造一种科技治理的制度生态,法
律可促成技术的工具价值与社会价值体系之间的持续对话和不断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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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科技发展在带来巨大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引发了人际交互方式的变革,动摇了传统道德观

念发挥作用的环境,带来了现实的伦理问题。随着技术不断应用到现实生活场景,过去主要作

为理论问题的“科技伦理”,开始进入公共政策的议程。例如,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开始组建;

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明确科技伦理治

理的制度框架。伦理议题已经出现“公共政策转向”,即伦理不仅要作为个体层面道德反思的

指引,也要成为公共层面政策制定的参考,并形成对科技研发、应用活动有约束力的治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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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呼应,决策层亦强调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1〕

就理论回应而言,在一些具体的领域,法学界已经开始关注科技伦理议题与法律的关

联。〔2〕然而,在更为抽象的层面,对于科技伦理治理的兴起对法律提出了何种课题,法律介

入科技伦理议题意味着何种挑战、又如何回应等问题,理论界还缺乏系统的分析。本文正是基

于这一问题意识,试图论证一个基本命题:科技伦理治理的兴起,意味着科技治理内涵的扩容。

这种新的治理需求,给法律带来了某种范式转换的压力,法律需要适当调整规制立场及手段。

一、科技伦理治理的兴起及其意义

新的科技嵌入社会,总会对既有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产生冲击,与规范社会活

动的法律和政府监管产生连接,引发相应的规范议题。然而,将关注重点置于何处,将形成不

同意义的建构,〔3〕这又会在相当程度上引导甚至规定法律的回应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对科

技的治理过去聚焦于对健康、环境的物理性风险,而当下开始叠加更多的社会伦理视角,这种

转换值得法律关注与回应。
(一)科技治理:从物理风险到社会伦理

科技是创新的结果,其在投入应用之初,社会无法掌握其全部影响,因而经常会在一段时

间后才显现出非预期的损害。上个世纪中期,这些损害(如核电站泄漏、化学物质污染等)引发

了社会广泛关注,最终被概念化为“风险”问题,并形成了风险社会理论。〔4〕

由于保障安全是国家最重要的职能,这种科技风险问题很快引发了政策回应。需要强调

的是,风险本身是一个扩展性很强的概念,它可以用来描述所有非预期后果。但是,法律和政

策的回应不可能如此泛化,它们关注的核心还是对健康、环境等领域有威胁的、可能影响人类

生存物理基础的风险,本文称之为“物理风险”。而且,也正是在这个领域,法律和监管层面形

成了相对稳定的规范方式,即以科学性的风险评估为基础建立对风险性质的判定,并根据这种

判断采取对应的干预措施(参见表1),理论将其概括为风险规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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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参见“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5月28日)”,载《人民日报》2021年5月29日,第2版。
这主要在集中在生命科学和信息技术两个领域。参见朱振:“反对完美? ———关于人类基因编辑

的道德与法律哲学思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第1期,第72-84页;丁晓东:“算法与歧视———从美国

教育平权案看算法伦理与法律解释”,《中外法学》2017年第6期,第1609-1623页。
就此而言,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Goffman)的“框架理论”对此有深刻的阐释,其核心是社

会事件是无序的,它们只有被嵌入到某种“解释图式”即框架中才能够呈现意义。SeeErvingGoffman,

FrameAnalysis:AnEssayontheOrganizationofExperience,Berli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4,pp.
11-12.

代表性的著作可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参见沈岿主编:《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新发展》,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赵鹏:《风险社会的行政法回

应———以健康、环境风险规制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金自宁:《风险中的行政法》,法律出版

社2014年版。



实践中,有关风险规制的法律并不仅仅针对科技,也包括其他人类活动。但是,在现代社

会,风险的产生或者放大与科技应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这些法律从另一个侧面来看,

就是有关科技治理的法律。〔6〕

表1 以风险规制为主题的立法内容

法律 时间 内容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2006年
规定政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采取相应的管

理措施、制定标准

动物防疫法 2007年
规定政府对动物疫病状况进行风险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措施

突发事件应对法 2007年
建立政府对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体系,对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调

查、登记、风险评估,定期进行检查、监控

食品安全法 2009年 要求监管部门对风险评估和基于风险进行管理

职业病防治法 2011年
监管部门对职业健康风险进行评估,为制定职业卫生标准和职业病防

治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环境保护法 2014年 国家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

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5年 监管部门对有关污染物实行风险管理

核安全法 2017年
监管部门和企业根据核设施的性质和风险程度等因素,对核设施实行

分类管理

水污染防治法 2017年 监管部门对有关污染物实行风险管理

然而,近年来,科技对人类交互方式的影响日益深远,科技研发、应用产生的隐私、平等、公

正等问题也逐步现实化。这些问题用“风险—安全”的概念难以完全囊括,围绕科技伦理的治

理架构逐渐兴起。

一方面,围绕科技伦理形成的治理架构不断形成并扩大覆盖范围。关于科技伦理虽然很

早便有学术和社会层面的讨论,但是作为一种治理架构,其发展相对较晚。这一治理架构最早

出现在生物医学领域。〔7〕改革开放后,我国生物医学加入全球化网络,国际交流的需要也促

使学术界和行业组织引入这套治理机制。〔8〕此后,这种从伦理上的善出发设计治理架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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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例如,有学者就论证了,作为风险规制代表的环境法,本身就可以视为现代科技管制的先驱。参见

王毓正:“论环境法与科技关联下之立法困境与管制手段变迁”,《成大法学》2006年第12期,第95-150页。

SeeJonathanMontgomery,“BioethicsasaGovernancePractice,”HealthCareAnalysis,Vol.24,

No.3,2016,pp.10-21.
有文献指出,中国的伦理审查制度是在生物医学研究国际合作时应外方要求引入的。参见邓蕊:

“科研伦理审查在中国———历史、现状与反思”,《自然辩证法》2011年第8期,第116-121页。



经验开始被其他领域所吸收借鉴。以当下受到广泛关注的个人信息保护为例,其源起就是学

术界、产业界率先探索的伦理治理框架,〔9〕这种治理框架后来演化成有广泛影响的公平信息

实践(FairInformationPractices,FIPs)。〔10〕作为其延伸,当下,全球范围内在人工智能领域

也已经形成了由政府、行业组织等推动形成伦理准则进行治理的趋势。〔11〕此外,除了上述具

体领域,在整体意义上讨论科技伦理的国际组织也开始组建并发布相应的伦理指导文件。〔12〕

另一方面,科技伦理治理与国家法律和监管体系开始发生嵌合。上述科技伦理治理架构

在早期多属指导性或者自律性。但是,伴随科学技术逐步深入地嵌入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

机理中,其对社会核心价值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冲击日益深远,国家开始通过法律手段介入,伦

理治理日渐与国家法律和监管体系产生嵌合。首先,一些曾经属于社会自我规制性质的伦理

治理架构开始被立法确认、强化,开启了法制化的进程。在生物医学领域,伦理原则、伦理审查

等被立法引入、确认,从而在一定范围内成为法律的强制要求。〔13〕近年来,包括我国在内的

一些国家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其诸多内容也可以视为对早期公平信息实践形成的伦理规

范予以法律确认与发展。〔14〕其次,科技伦理日益制度化地影响立法和监管规则的制定过程。

越来越多的国家成立专门的伦理咨询委员会,对相关议题进行审议讨论,为立法和监管规则提

供咨询建议。这意味着,科技伦理开始制度化地嵌入到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就我

国而言,这种探索发端于生物医学领域。〔15〕2019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通过国家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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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13〕

〔14〕

〔15〕

比较有影响力的是英国计算机协会提出的关注处理个人信息的“杨格报告”(YoungerReport)。

SeeGeraldDworkin,“TheYoungerCommitteeReportonPrivacy,”TheModernLawReview,Vol.36,No.
4,1973,pp.400-406.

SeePamDixon,“ABriefIntroductiontoFairInformationPractices,”WorldPrivacyForum,De-
cember19,2007,https://www.worldprivacyforum.org/2008/01/report-a-brief-introduction-to-fair-informa
tion-practices/,lastvisitedon3August2022.

SeeDanielSchiffetal.,“What’sNextforAIEthics,Policy,andGovernance? AGlobalOver-
view,”inAmmetteMarkhametal.(eds.),AIES’20:AAA/ACMConferenceonAI,Ethics,andSociety,

NewYork:AssociationforComputingMachinery,2020,p.153.我国《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35号)亦提出“建成更加完善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国家人

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已经成立并于2021年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载科技部网站,http://

www.most.gov.cn/kjbgz/202109/t20210926_177063.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8月3日。
对这些文件的综述可以参见董群:“国际社会科技伦理的发展态势———以几个重要文件为背景”,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24-27页。
参见《民法典》(2020年)第1008、1009条,《生物安全法》(2020年)第34、40条,《基本医疗卫生与

健康促进法》(2019年)第32条第3款,《药品管理法》(2019年修订)第20条等。

SeeWoodrowHartzog,“TheInadequate,InvaluableFairInformationPractices,”MarylandLaw
Review,Vol.76,No.4,2017,pp.973-977.

参见《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家卫生计生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的通知》(国卫办科教

函〔2015〕1156号)。



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16〕由此,相应的机制建设覆盖到更广泛的科技领域。近期,决策层面

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推进科技伦理治理法律制度建设,及时推动将重要的科技伦理规范上升为

国家法律法规。〔17〕

(二)科技治理“伦理化”与治理任务的扩容

上述发展表明了科技治理的“伦理化”趋势,即科技发展引发的社会争议越来越多地被解

释和界定为伦理问题,并在伦理思维的引导下形成治理方案。〔18〕这种治理架构的特殊意涵,

可以在与传统风险规制架构的比较中得以明确。实际上,有研究已经指出,用“风险”和“伦理”

两个不同解释框架界定问题,将导致关注重点、信息组织方式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意义建构,引

导出不同的制度回应。〔19〕

如前所述,风险可以在非常宽泛意义上用于描述某种非预期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科技

引发的伦理挑战也可以视为一种风险,一些学术和政策文件也的确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科技伦

理风险”这一概念。〔20〕实际上,风险社会理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风险概念。〔21〕从法律

制度设计来看,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风险概念,主要功能在于提示关注潜在不利后果,但并无

明确的规范功能。按照这个概念,一切均可风险化,因此,其无法作为规则设计基准。

在法律制度中,拥有具体规范功能的风险概念并非如此宽泛。因为,如果强调将风险判断

作为决策依据,它就不能是不证自明的,必须能服务于测量和预测。〔22〕由此,风险概念受到

数学、保险、自然科学技术等领域的深刻影响,〔23〕逐渐狭义化为一个在“科学”能够证实的范

围内,量化评价潜在危害的性质、规模,为干预措施提供科学基础的概念。〔24〕法律重点关注

并形成了稳定调整范式的“风险”,就聚焦于前文所称的健康、环境等领域的“物理风险”。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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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参见“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 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推动改革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抓落实”,载《人民日报》2019年7月25日,第1版。

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2022年发布)。

SeeAlexanderBognerandWolfgangMenz,“HowPoliticsDealswithExpertDissent:TheCaseof
EthicsCouncils,”Science,Technology,& HumanValues,Vol.35,No.6,2010,pp.888-914.

SeeBognerandMenz,supranote17,pp.888-914;MercyW.Kamara,ArneT.Mortensenand
ErlingJelsøe,“ChangingFrames:TheEmergenceofEthicsinEuropeanPolicyonBiotechnology,”Notizie
DiPoliteia,Vol.17,No.63,2001,pp.80-93.

从一些政策表述来看,决策者有时使用广义的风险概念,将科技伦理问题也描述为一种风险,参见

“《关于加 强 科 技 伦 理 治 理 的 意 见》新 闻 发 布 会”,载 科 技 部 网 站 http://www.most.gov.cn/xwzx/twzb/

fbh22032301/,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8月21日;有时又区分了风险问题和伦理问题,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就

指出,要“要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见前注〔1〕。
例如,在贝克的分析中,诸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具有不同规范含义的危害也被置于统一的风险

概念下。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4页;(德)乌尔里

希·贝克:“‘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王武龙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2期,第70-83页。
表1中法律对风险评估的要求,就是希望精确测量、定性风险。
有学者对风险的概念史进行了研究。参见(德)格哈德·班塞:“风险研究的缘由和目标”,陈霄、刘

刚译,载刘刚编译:《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77页。
详细分析,参见本文第二(二)部分的内容。



科技风险治理关注的核心也在这个方面,并以此形成了成熟的风险规制方法。

就科技伦理的讨论而言,其源于科技发展使曾经无可改变的自然基础成为人力可以

操纵的领 域,这 就 要 求 我 们 回 答,如 何 将 科 技“能 为”(cando)的 面 向 与 伦 理“当 为”

(shoulddo)的面向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谦卑的技术”(technologiesofhumility)。〔25〕科技

伦理更多在描述意义上被使用,并未成为一个精确的法律概念。但从讨论范围来看,它

涵盖的范围比物理风险更广。

例如,我国政策层面强调的科技伦理原则,除了包括合理控制风险、尊重生命权利等指向

物理性风险规制的原则外,还包括增进人类福祉、公平公正、保持公开透明等更广泛的维

度。〔26〕再比如,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既要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从而有控制风险

原则;也要致力于维护人的尊严,从而有知情同意、免费和补偿、保护隐私等原则。〔27〕

因此,科技伦理治理兴起的意涵在于,科技治理从传统上局限于回应健康、环境等物理层

面的直接影响,到开始增加关注并回应科技对人的主体性、社会交往规则、价值观念等相对间

接但更加深远的影响。

正是这种新的治理任务要求我们思考是否需要新的制度安排。因此,为了方便比较,下文

的讨论将“风险”限定于科技在健康、环境等方面的物理性风险,正是在这个维度,科技治理形

成了传统的、相对稳定的规范方式。而本文所称“伦理”问题则主要指向科技对人的主体性、社

会交往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社会性影响,虽然现实的科技伦理讨论包括了物理性风险,但既有理

论已经提供了相对完善的解释框架,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新增加的这部分治理任务。

本文如此定义,核心是为了比较不同治理任务所提出的不同制度需求。现实中,“风险”

“伦理”无疑是可伸缩的概念,出于不同目标和语境,会有不同的定义和使用,难免交叉重叠,本

文并不否认这些使用的意义。但可以强调的是,实践中不同的概念使用并不会否认下文分析

的意义。

例如,在个人信息保护这一涉及科技社会性影响的领域,有理论提出了风险控制的思

路,〔28〕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GDPR)也引入了基于

风险(risk-based)的保护方法。〔29〕但是,正如有研究指出的,针对在涉及个体尊严、表达自由

等领域的“风险”规制,无法套用传统针对物理风险、基于科学分析的风险规制架构:这一领域

风险无法量化,而无法量化的风险概念,其意义就不再明显;在这一领域,风险的功利考虑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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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SeeSheilaJasanoff,“TechnologiesofHumility:CitizenParticipationinGoverningScience,”Mi-
nerva,Vol.41.No.3,2003,pp.223-244.

参见“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强调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提高政府监管效能 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载《人民日报》2021年

12月18日,第1版。
参见《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2016年发布)第1、18条。
参见张涛:“探寻个人信息保护的风险控制路径之维”,《法学》2022年第6期,第57-71页。

SeeGDPRArticle24(1)and25(1).



本权利的道德边界也难以调和等等。〔30〕这就说明,即使我们用“风险”来描述科技对社会关

系的影响,它所面对的问题性质也和传统物理性风险不同。就此而言,本文从科技伦理治理角

度提出的分析同样具有参考意义。

二、科技治理“伦理化”给法律提出的课题

由于科技伦理治理的框架日益与国家法律和监管体系发生嵌合,决策层也释放了推动科

技伦理法制建设的政策信号。理解科技治理“伦理化”对法律提出的新课题,意味着我们需要

反思传统上法律介入科技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一)反思割裂科技与科技应用的方法论

虽然传统上法律对科技本身的治理聚焦于其潜在的物理风险,但是,从整体来看,法律并

非全然不顾及科技使用带来的其他社会影响,而采取了一种将科技和科技使用行为相区分的

规范方式。

对科技本身,法律主要借助风险规制体系评价其工具价值。一项科技能否被法律许可投

入使用,判断的核心就是成本效益分析或者说风险收益比这种工具性的标准。其基本逻辑是,

如果某项科技能够带来相应的收益,而且其正常使用对一些相关法益如环境、健康、财产等的

影响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该项科技就应当被法律允许使用。至于说个体是否会“非正常”的使

用这些科技,科技大规模部署后人际交互关系又会发生何种实质性的变化等等问题,则并非针

对科技规制的法律需要考虑的事项。它们要么由规范相关活动的其他法律调整,要么被交由

未来或者其他社会机制调整。

以药品监管为例,对任何新的药品进入市场前的注册申请,法律关注的核心就是安全性、

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等工具性标准。〔31〕至于药品使用可能产生诸如药品成瘾、用于运动竞

赛者的身体增强等问题,则交由其他法律部门或者其他社会机制来解决。

这种将科技与科技使用行为相割裂的方法,依据的是工具主义的科技观或者说“技术中

立”原则。即科技被视为一种中立的、工具性的存在,“技术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并无善恶,一

切取决于人从中造出什么,它为什么目的而服务于人,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之下”。〔32〕在这

种观念下,使用者的责任被强调按照一般规则对人使用科技的目的和实际后果进行调控即可。

科技伦理治理的兴起,在相当程度上是对这种工具主义科技观及由此发展出来的治理框

架的修正。科技伦理这一概念本身就承认科技与科技的使用无法截然分离,科技并非价值中

立,而是具有价值负载的。人在科技使用中的自主性不应被夸大,不同科技相互嵌入形成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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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SeeKarenYeungandLeeA.Bygrave,“DemystifyingtheModernizedEuropeanDataProtection
Regime:Cross-disciplinaryInsightsfromLegalandRegulatoryGovernanceScholarship,”Regulation&Gov-
ernance,Vol.16,No.1,2021,pp.137-155.

参见《药品管理法》(2019年修订)第25条。
(德)卡尔·雅斯贝尔:《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



术结构也会引导甚至设定未来的行为,从而形成一种软性的决定。〔33〕

具体而言,在这种软性决定机制下,如果法律仅仅着眼于调控科技的使用行为,往往并不

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其一,科技如何被使用取决于社会结构、文化等非常复杂的因素,法律的调

控只能覆盖有限范围。仍然以前述药品监管为例,假设某种创新药品在治疗疾病方面具有某

些非常有限的功效,但其更大的功能是令使用者相对其他社会成员获得体能或智力上的竞争

优势。可以设想,当其被批准使用后,社会的竞争结构很可能促进技术运用的军备竞赛,使扩

散不可避免,从而带来有关维护平等、保护人的尊严等议题。〔34〕

而且,一旦科技深度地嵌入社会,形成相应的使用文化,再进行矫正就变得十分困难。对

此,有技术哲学家就提出了“反向适应”(reverseadaption)的悖论:科技作为方法本应当服务于

人的目的,但是,法律制度往往无法有效地矫正技术的使用行为,现实的情况因而往往是人的

目的不得不被迫调整以适应既有方法。〔35〕以数据驱动的算法决策技术为例。最初,该项技

术意在形成更智能的决策辅助,将人解放出来,使技术成为人的辅助、人的延伸。但是,当这些

技术大规模应用并产生效用后,它本身就成为社会变化的驱动力量。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算法

对人的支配便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人反而成为技术的延伸。而当生活更多地与技术交织,技

术也将更多地影响我们的价值体系、行为规范、利益和文化。〔36〕

其二,法律规则因应新科技的调整存在时滞,新的科技也很可能改变执法能力和违法成本

的对比,因此,仅仅规范个体的使用行为可能面临系统性的失灵。例如,P2P文件分享技术系

统性地方便了传播淫秽物品、侵犯版权等违法行为。但是,鉴于执法成本,法律却很难追究技

术使用者的责任。最终,在该技术使用形成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后,执法者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

放弃了技术中立原则,而在“快播”案中追究技术设计和管理者的责任。〔37〕尽管该案的刑事

责任认定不乏争论,〔38〕但至少说明,忽视对技术设计和管理者的规范,这样的法律是存在缺

陷的。

由此,科技伦理治理的兴起,意味着法律至少在某些场景中需要反思其基本方法,不能完

全割裂科技本身和科技的使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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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38〕

SeeWiebeE.Bijker,ThomasP.HughesandTrevorPinch,TheSocialConstructionofTechno-
logicalSystems,Cambridge:MITPress,1989,pp.108-110.

参见王蔚:“走向‘超人’:‘完美健康权’的期待与悖论”,《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1期,第163-
166页。

参见(美)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杨海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第193-201页。
例如,技术可监控社会的形成。Seee.g.,ShoshanaZuboff,TheAgeofSurveillanceCapitalism:

TheFightforaHumanFutureattheNewFrontierofPower,NewYork:PublicAffairs,2019.
参见桑本谦:“网络色情、技术中立与国家竞争力———快播案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法学》2017第1

期,第79-94页。
参见刘艳红:“无罪的快播与有罪的思维———‘快播案’有罪论之反思与批判”,《政治与法律》2016

第12期,第104-112页。



(二)推动科技治理的适度民主化

在传统风险规制的框架下,法律为科技在市场准入、使用条件等方面设定要求,确保科技

使用所产生的风险是较低的、可以接受的。但是,这种风险的判断主要是以科学方法和经验证

据的应用为基础,使用量化、统计分析等正式工具,对风险的性质、规模、概率等形成尽量精确

的判断。

这是一种强调技术理性的规制架构,依赖专家判断,相关讨论也主要在科学框架内展

开。〔39〕在这一过程中,规制决策的科学基础具有关键意义,专家的角色因而举足轻重,其要

承担“向权力诉说真理”(speakingtruthtopower)的责任。〔40〕因此,这是一种从科学内部出

发来寻求科技治理方案的思路。

这种规制框架并不过多考虑科技使用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也相对忽略在科学与社会之间

建立系统的对话、商谈机制,一直以来都遭到批评。一方面,从风险这一议题本身而言,风险指

向非预期的后果,这一概念包含了损害的不确定性,科学本身无法消除这种不确定性。由于相

关决策的后果是由社会来承担,不考虑社会观念就难以具备合法性。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风

险本身具有社会建构的特征,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决定了生活于该社会中的人们是如何认识

风险的,有关风险的决策实际上应当是一个社会选择何种生活方式的决策。〔41〕另一方面,科

技具有建构某种社会场域(socialdomains)的作用,其普及过程将参与建构社会条件,从而强

化或者扭曲社会中的参与者看待自身及其活动的方式。〔42〕这意味着,科技对社会发展和人

类行为的影响往往是以难以预测的方式,“我们先是塑造了工具,而后工具塑造了我们”,〔43〕

这进一步导致了仅从“科学”角度评价科技的局限性。

针对这些批评,现行的风险规制架构也在探究改进方案。例如,有理论提出了通过强化规

制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增强风险沟通。〔44〕问题在于,风险这一概念已经被赋予太强的技术属

性,其概念容量不足撬动更广泛的议题。在这种狭义风险概念的主导下,缺乏科学证据的公众

焦虑,往往被描述成对规制过程的误解,对事实的忽视。所谓的风险沟通,也更多是对公众的

教育,用于解决公众的非理性问题,技术专家的地位实际上被强化,对科学技术本身的反思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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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42〕

〔43〕

〔44〕

SeeDanieJ.,Fiorino,“TechnicalandDemocraticValuesinRiskAnalysis,”RiskAnalysis,Vol.
9,No.3,1989,p.293-299.

SeeAaronB.Wildavsky,SpeakingTruthtoPower:TheArtandCraftofPolicyAnalysis,Bos-
ton:Little,Brown&Company,1979.

有学者讨论专家的风险认知和公众风险认知的差异,参见戚建刚:“风险认知模式及其行政法制之

意蕴”,《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第100-110页。

SeeAndrewFeenberg,TransformingTechnology:ACriticalTheoryRevisited,NewYork:Ox-
fordUniversityPress,2002,pp.6-7.

JohnM.Culkin,A Schoolman’sGuideto MarshallMcluhan,New York:SaturdayReview,

1967,pp.51-53,71-72.
参见高秦伟:“科学民主化:食品安全规制中的公众参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第5期,第7

-13页。



得更加不容易。〔45〕

由此可见,以技术化的风险概念为基础形成的治理架构,对科技的评价容易被科技自身所

主导。在这种单一尺度下,科技容易被塑造成为一种支配方式,排除了其他思考、对话和行动

的可能性。就此而言,从伦理角度形成的治理架构,有推动科技研发设计考虑更加广泛的社会

价值、从而推动科技治理适度民主化的功能。因为,伦理本身就是呈现社会价值体系的概念。

它认可社会子系统存在不同的理性、操作逻辑和参与者的世界观。非科技专家的观点不应视

为非理性,即使在潜在损害大小、发生损害的概率等科学维度基本达成了一致,仍然可以开放

出辩论的空间。〔46〕

因此,科技伦理治理的兴起给法律提出的另外一个任务是,要推动有关科技的决策不仅仅

依赖专家技术理性,而要求更多地考虑社会价值,即推动科技治理的适度民主化。

三、法律介入科技伦理议题的挑战

(一)科技与社会关系的不确定性

社会对科技的治理一直面临所谓“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sDilemma),即在某项

科技发展的初期,存在多种方案来引导科技未来的走向。然而,这一阶段存在大量未知问题,

不同方案的影响很难评估。在后期,科技的影响逐渐明确,但技术的锁定效应又使得选择十分

有限。〔47〕

科技伦理治理的兴起,意味着仅仅从“下游”科技使用行为进行规制已经不能提供充分的

保护,而需要通过恰当的机制引导负责任的科技研发。这势必在反方向上遭遇挑战,即面对大

量的不确定性,法律如何提出和证成其规范性要求。

这种“面向未知而决策”的问题亦是风险规制的主要挑战,但其解决方案却不能被科技伦

理治理所照搬。在回应健康、环境等物理性损害问题时,由于科技本身是通过作用于物理世界

而产生作用的,这些风险是可以借助科学方法评价的。尽管这种评估不可避免地存在不确定

性,法律仍然可以通过程序的规范来尽可能有效利用既有知识,减少或者至少掌握不确定性的

范围。〔48〕

然而,科技伦理治理需要评价科技的社会性影响,由于科技创新广泛地嵌入社会机制和政

治安排之中,社会对待技术的使用方式又是持续变动的,故很难像风险规制那样,基于预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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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47〕

〔48〕

SeeBrianWynne,“RiskasGlobalizing‘Democratic’Discourse? FramingSubjectsandCitizens,”

inMelissaLeach,IanScoonesandBrianWynne(eds.),ScienceandCitizens:GlobalizationandtheChal-
lengeofEngagement,London:ZedBooks,2005,pp.66-82.

有学者以生物科技为例,讨论了从治理架构从风险到伦理转化的这种逻辑。SeeKamaraetal.,

supranote19,pp.80-93.
SeeDavidCollingridge,TheSocialControlofTechnology,London:Pinter,1980,pp.13-22.
参见赵鹏:“风险评估中的政策、偏好及其法律规制———以食盐加碘风险评估为例的研究”,《中外

法学》2014年第1期,第28-45页。



价而采取规制措施,因为这需要一种能够准确考虑非常复杂变量的超级理性,而这在现实中是

不存在的。〔49〕

(二)开放决策考虑维度的难题

传统上,法律制度对社会问题的回应,往往是基于某些关键视角的、有限度的回应。它通

过将决策需要考虑的要素限定于一些法定要件,构建一个相对独立于外部环境的“隔音空间”,

确保决策能够及时且依照可预见的方式做出。〔50〕

科技伦理指向科技的社会性影响,势必牵涉出非常广泛的考虑维度。以生命伦理为例,除

了获益与伤害、环境与生物多样性影响等与传统风险考虑有重叠的维度外,其关注的议题还涵

盖人的尊严、自主、隐私、平等与非歧视、利益共享等更广泛的维度。〔51〕这些不同考虑之间存

在很多复杂的、经常冲突的面向,很难提炼出可以普遍适用的、稳定的决策要件。

例如,从经常被使用的从“尊重人”或者“人性尊严”这个原则出发,既可能得出应当尊重人的

理性,从而尊重其自主决策的面向;也可能得出防止人被利用、操纵而工具化,而需要适当父爱主

义干预,限制其自主决策的面向。〔52〕很多决策都需要在具体语境中权衡且仍然不乏分歧。

这一问题在科技风险治理中虽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但还是有质的差异。在风险规制的

框架下,“风险”无法在立法事先的想象中被充分认识,法律决策需要考虑的信息范围就需要伴

随科学知识的增进而动态调整。〔53〕但是,法律毕竟划定了需要探究的问题边界,即聚焦于对

健康、环境等产生物理性影响的风险的性质、范围以及损害发生的概率等。尽管这些考量因素

的实质判断需要开放给科学知识、伴随科学知识的演进而不断调整,但是,何种知识是决策相

关的,仍然需要满足一定的科学共识。由此,决策需要考虑的信息边界虽轮廓模糊但仍然可视

为存在,法律对这种活动仍然能够进行部分的规范。〔54〕

但是,如前所述,科技伦理治理的兴起的问题意识之一,即传统的科技治理将问题限定于

风险,甚至将一些政策考虑、价值权衡的问题都风险化,限制了思考的维度。而开放决策考虑

的维度后,也就将上述问题进一步放大。因此,要判断科技对某种社会价值的影响,就很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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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0〕

〔51〕

〔52〕

〔53〕

〔54〕

SeeLangdonWinner,AutonomousTechnology:Technics-out-of-controlasaThemein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MITPress,1978,pp.88-106.

参见季卫东教授对法律功能自治的分析,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

思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4页。

SeeHenkA.M.J.tenHaveandBertGordijn,HandbookofGlobalBioethics,Berlin:Springer,

2014,pp.43-250.
有研究详细分析了人性尊严的两种面向在生物医学伦理中的具体表现。Seee.g.,BrownswordRog-

er,“BioethicsToday,BioethicsTomorrow:StemCellResearchandtheDignitarianAlliance,”NotreDameJournal
ofLaw,Ethics&PublicPolicy,Vol.17,No.1,2003,pp.20-33.

参见赵鹏:“风险社会的自由与安全———风险规制的兴起及其对传统行政法原理的挑战”,载季卫

东编:《交大法学(第2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60页。
一些学者比较了风险社会的安全保障国家和传统法治国的差异,但也承认这种部分的规范的可能

性。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33页。



取风险规制这种模式化的方式。

实际上,即使对其中某一个伦理考量维度进行评估,亦是如此。例如,有学者主张像环境

影响评价那样,引入技术对社会公平影响的评价。〔55〕然而,生态环境的影响固然已经高度复

杂,但其至少遵循某种物理规律。相较而言,科技的研发、利用和发展是嵌入在一个变动不居、

犬牙交错的社会现实中的,社会对技术的使用显然更加复杂、动态。因此,将何种要素作为评

价的核心,很难找到一个客观、有共识性的标准。

(三)伦理立场的多元性与变动性

伦理思考基于一定的道德观念,而在当下社会,道德观念是多元而难以统一的。以人胚胎

基因编辑技术的研发为例,虽然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涉事科学家因研究条件不成熟等原

因而广受批评。〔56〕但是,对于是否需要发展人胚胎基因编辑技术这一根本伦理立场而言,仍

存在广泛的分歧。〔57〕

与此同时,科技本身的特点加剧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因为,伦理观念以一定的世界观和

社会交往方式为基础,而科学研究和技术的应用总是会改变我们的认知和社会交往方式。因

此,从科技工作者的角度来看,以既定世界观和社会交互方式作为不可挑战的、固定的准则,并

无根据。以生命科学为例,问题的重点即在于,当科技能够从遗传层面介入生命后,就意味着

科技的发展不但触及生物存在的形式,同时也已经松动人类长期依赖的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而

对人的理解实际上是一切伦理考虑的重要出发点。

虽然在风险规制框架下,也会存在共识难以达成的情况,但其与伦理议题下的困境并非一

个层次。在风险议题下,社会在“科技应当安全”这一原则层面存在共识,对于“多安全是足够

安全的”亦可通过诸如民主决策程序安排来形成法律认可的共识。因此,相关分歧主要出现在

一些相对技术的层次,例如,该项技术是否会导致某种损害,哪些是可接受的证据等等。这些

分歧大多可以还原为知识问题,并凭借对专家意见的适当安排而得以解决。即使不同群体对

风险认知存在一定的主观偏好差异,各方观点仍然围绕安全这一基本价值展开。

然而,在伦理议题下,分歧是在基础规范层次或者说原则层次的。例如,对于生命伦理领

域关于是否应当放开人类胚胎体外培养不得超过14天的限制,以给科学研究以更多空间的争

论,〔58〕其实质就是如何在保护作为有潜质发展为人的胚胎的尊严和科学研究自由间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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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6〕

〔57〕

〔58〕

SeeFrankPasquale,“Technology,Competition,andValues,”MinnesotaJournalofLaw,Sci-
ence& Technology,Vol.8,No.2,2007,pp.607-622.

对于该案基于科学事实的分析可以参见蔡甫昌、庄宇真、赖品妤:“生殖系基因编辑之伦理法律分

析:以中国基因编辑婴儿为例”,《台湾医学》2019年第2期,第134-139页。
参见陶应时、罗成翼:“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伦理悖论及其化解之道”,《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年第

2期,第86-88页。
目前,《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第6条第1项规定:“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

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但是,科学研究的

进展已经提出放开该期限、以释放更多科学研究自由空间的讨论。相关报道可以参见徐路易:“胚胎研究‘魔
盒’开启”,《财新周刊》2021年第22期。



权衡。〔59〕这些争论无法用知识的增进予以解决或者视为已经解决,法律必须直面这种价值

冲突。

一定程度的共识是整个法律规制体系运行的基础。否则,法律的干预可能导致某种单一

伦理观念的强化,无法及时回应科技和社会关系的变迁,也很可能催生规范和社会现实之间的

不一致,从而损害法律的权威。〔60〕由此,如果法律不希望其介入带来僵化或者激化冲突,就

需要确保整个规制程序能够调和相互冲突的主张,并对分歧保持足够的尊重。这也给法律的

介入方式和介入强度提出了挑战。

四、法律介入科技伦理议题的立场

上述挑战的根源在于,在健康、环境风险规制中,法律是从“安全”这一相对明确、稳定的社

会价值出发,对科技建立规制架构。而科技伦理治理意在回应科技引发的更为广泛、深刻的社

会影响,问题就不能简单地定位为科技与社会价值体系的背离,不宜由法律向科技发出单方性

的呼吁。相反,应当理解为科技与包括伦理、法律在内的社会秩序具有相互影响、共同演化的

特质。

这种相互塑造的关系意味着,法律固然需要对科技的社会关系建构能力保持敏感,但也不

能滑向技术决定论,不能忽视人类活动面对新兴科技的调适能力,也不能贬低在具体使用场景

中衡量处理方式的重要性。由此,法律需要采取一种相对折衷的立场:既在整体上尊重科技发

展过程中个体使用技术的自主性,并维护市场机制在技术选择中的基础性地位;也要意识到科

技是具有价值负载的,充分地辩论科技发展所影响的利益,识别出其中最为关键的,并尝试新

的法律方法来保护。〔61〕从这一点出发,法律需要采取综合性的调控方案,一方面,适度介入

科技研发、设计等“上游”过程;另一方面,也更具回应性地规范“下游”的涉科技使用行为。

(一)对科技研发、设计的“上游”进行原则性、程序性规制

在传统技术中立观念的影响下,法律对科技的研发、设计限于在一个狭小范围内评价其工

具价值,规范的压力主要被推至“下游”的科技使用环节。这种规范模式对科技本身所具有的

社会关系建构能力未能保持足够敏感,需要适度修正。

对于一些具有重要变革意义的、可能深刻影响社会交往方式的科技,法律在研发、技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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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0〕

〔61〕

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第1009条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
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这可以

理解为,并未将胚胎视为人,但承认其具备发展成为人的潜能而应当受到保护。这类保护并不具有绝对性,仅
仅是权衡式的。域外法院对类似问题的分析,可以参见陈仲妮:“从人性尊严面向思考之胚胎保护———从德国

联邦宪法法院几件涉及人性尊严之裁判谈起”,《兴大法学》2018年第23期,第45页。

SeeCinziaPiciocchi,“BioethicsandLaw:BetweenValuesandRules,”IndianaJournalofGlobal
LegalStudies,Vol.12,No.2,2005,pp.476-479.

SeeArthurJ.Cockfield,“TowardsaLawandTechnologyTheory,”ManitobaLawJournal,Vol.
30,No.3,2004,pp.383-415.



计这一“上游”就需要适当介入。法律需要引导利益相关方对一些重要伦理问题进行思考,例

如,我们为什么需要这项科技,它们对家庭关系、社区关系意味着什么,它们对处于弱势的人群

意味着什么等等;同时,推动基于这些思考而选择科技研发的方向,实现负责任的创新。

实际上,科技的研发本身并不是一个自我规定、客观的进程。优先选择何种科学研究、技

术路线等都暗含了价值选择。在过去,这种选择是隐而不述,未经充分检讨的。〔62〕而一旦进

入“下游”的使用环节,法律往往只能聚焦于使用细节,而难以基于前述问题而调整。这既会给

“下游”使用行为的规范带来巨大的成本,在某些情况下本身也会阻碍社会对这些技术的接受。

以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为例,这项技术的应用既涉及健康、环境等方面的风险议题,又涉

及经济权力、利益分配等更广泛的社会议题。〔63〕但是,现有法律制度几乎聚焦于前者,并未

充分讨论这项技术的社会目的。从现实来看,社会对整个科技研发的过程缺乏讨论、控制,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该技术的信任。〔64〕

但是,在科技研发、设计中,法律对科技伦理议题的介入需要采取与风险规制不同的强度。

在风险议题下,物理性的风险一旦现实化,会威胁生存根基。社会在“维系安全”这一点上已经

形成共识,法律需要进行较强程度的干预,确保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的履行,其方法,就是法律授

权监管部门进行评估、预测,进而采取规制行为。

在科技伦理治理架构中,科技的研发和使用应当关注、回应何种价值,需要与社会持续商

谈、调试,其需要遵循的实体性义务是弹性的、取向具体情景并且因应现实变化而不断调整的。

这意味着,法律需要对一些具体的道德争议保持相对中立,其功能主要在于提供制度框架和程

序机制,促成不同观点的沟通、对话。〔65〕

因此,法律除了在一些已经具有高度共识、形成常态化行为准则或者涉及重大伦理挑战而

需要暂时性管制的领域可以设定具体、细致的行为规则外,要重视通过确立原则来引领科技伦

理治理。实践中,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代表,新兴科技治理领域涌现了大量伦理原则治理文件,

其核心考虑就是既引导科技发展的基本方向,又给相关研发机构和企业根据具体的技术场景

进行选择的灵活空间。

当然,如何强化这些伦理原则的约束力亦需要有所考虑,否则宽泛的原则无法带来实质性

的改变,也就无法引导科技稳序地嵌入社会。对此,一个可供参考的思路就是将相关制度设计

理解为一个程序而非确定的规则。原则的文本并非包含了所有的答案,也不可能通过一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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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4〕

〔65〕

参见(美)希拉·贾萨诺夫:《发明的伦理———技术与人类的未来》,尚智丛、田喜腾、田甲乐译,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24页。
参见郭于华:“透视转基因:一项社会人类学视角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41

-150页。
有研究指出,同样为基因技术,人用基因技术的研发的伦理问题有充分的检讨,社会对其接受度要

高于农业用基因技术。SeeJamesWilsdonandRebeccaWillis,See-throughScience:WhyPublicEngage-
mentNeedstoMoveUpstream,London:Demos,2004,p.20.

有学者将其概括为通过促进对话来进行规制。SeeJuliaBlack,“RegulationasFacilitation:Nego-
tiatingtheGeneticRevolution”,ModernLawReview,Vol.61,No.5,1998,pp.621-660.



单式样的合规要求来保证完美的合规。但是,法律和监管部门需要推动监管对象将其义务理

解为一个持续评估并不断反思调整的过程,从而通过这种程序法治的进路推动伦理考量嵌入

到科技研发、应用的过程中。

在这种程序性规制路径中,法律对科技创新与应用的相关主体并不规范特定的技术要求

或绩效结果,〔66〕而是为其提供关于内部管理的基本程序框架,引导其建立符合企业文化特征

与场景特征的内部伦理反思计划、管理流程及行为决策规则,从而将伦理原则的价值要求转化

为匹配科技创新与应用场景的具体行为规范。具体而言,这种程序性的规制可以从以下方面

推进。

一方面,扩张科技伦理评估范围。“科技伦理评估”指要求相关主体在开展科学研究和技

术开发项目前,按照法律的程序要求对所涉项目的价值影响与利益冲突开展伦理审查,属于在

科技创新上游阶段执行伦理原则的重要程序节点。

过去,我国法律强制要求的伦理评估覆盖面不广,主要限于临床医学研究领域。当下纳米

科技、认知与神经科技、人工智能科技等新兴科技具备重新塑造逻辑、生命、物质与大脑神经的

潜力,而且以融合性的方式相互赋能、共同发展,对社会生活构成重大潜在影响。〔67〕因此,确

有必要将伦理评估扩展至新兴科技创新领域,使这种程序化的规范机制能够实现更为全面的

覆盖。

实际上,近年来的立法已经有扩展相关制度的趋势。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了个人

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制度,要求在特定情况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事前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

评估,并对处理情况进行记录。〔68〕虽然有学者将其描述为一种风险控制措施,〔69〕但实际上,

这一制度更类似于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伦理审查。〔70〕从制度设计来看,这种评估是由个人信

息处理者自行进行的,法律也仅仅提示了这些评估需要考虑的主要原则。这就是一种克制的

程序化规制,即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内部建立评估、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的机制,从而改变

机构内部的决策程序以及其决策偏好。这与传统风险规制领域监管部门直接从外部施加相对

统一、标准化的控制有很大差异。

另一方面,要求大型科技企业进行伦理组织化保障。要求程序性管理标准真正内化为企

业机制的一部分,还须课予企业相应的“组织化保障义务”,即成立专门组织、建立相应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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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7〕

〔68〕

〔69〕

〔70〕

有关设计标准规制与绩效标准规制的论述,参见(美)史蒂芬·布雷耶:《规制及其改革》,李洪雷等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32页。
就此可参考对新兴科技的特征及其伦理影响的讨论。Seee.g.,ElenaGrebenshchikova,“NBIC-

ConvergenceandTechnoethics:CommonEthicalPerspective,”InternationalJournalofTechnoethics,Vol.
7,No.1,2016,pp.77-84.

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5、56条。
参见张涛,见前注〔28〕,第65页。
对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伦理审查制度的详细分析可以参见赵鹏:“生物医学研究伦理规制的法治

化”,《中国法学》2021年第6期,第25-44页。



治理架构负责相关管理制度的实施。〔71〕就此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处理个人信息达

到规定数量的企业设立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72〕这种方式意在企业

内部创造一种类似于任期制的特殊管理职位,课以其超越对公司忠诚的法律义务,其核心任务

是依据法律要求从企业内部来监督企业执行相关规范,同时作为监管部门和被监管部门之间

的联络点,确保在之后的执法活动中配合监管部门。

整体而言,在这种程序化规制的思路下,法律并不授权监管部门从外部构建管制框架。相

反,法律意在推动规范对象自身建立对现状和可能的选择进行反思的制度能力。通过要求利

益攸关方在做出重要的技术选择时考虑更广泛的因素,有意识地思考相关选择所具有的伦理

意涵,更深入的探究是否存在其他替代性的设计方案,法律可以推动伦理考量结构化地嵌入到

科技研发、设计和使用的过程中,最终确保科技的研发考虑工具性的价值,而成为复合性的科

技-伦理探究。〔73〕

(二)更具回应性地规范涉及科技使用的行为

科技伦理治理并非滑向技术决定论,而需要承认人的自主性、市场对技术选择的基础性意

义。因此,通过部门法规范科技的使用行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部门法的回应,也需要

对科技应用带来的社会交互关系的实质变化保持敏感,更具回应性地规范相关的行为。

传统上,部门法虽然也调整科技的使用行为,但其对新兴科技的回应,主要属于“翻译”既

有规范以适用于新的对象的问题,很少涉及改变或者重新检讨规范背后的既定价值。这种现

象有其可理解之处,毕竟,部门法的回应应当同时注重规则内在的一致性和可预见性,为受到

影响的个体提供稳定的预期。〔74〕但是,这种规范方式意味着,科技带来的实质性变化可能无

法得到有效的回应。实际上,决策者日渐强调解决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制度空白问题。〔75〕

因此,部门法针对新兴科技带来的变化,应当在固守不变和激进革命之间寻求平衡,通过渐进

但持续性的调适来匹配科技带来的实质性变化。〔76〕具体分析展开如下。

其一,识别科技发展所影响的核心价值,明确法律回应的优先议题。新的科技嵌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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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72〕

〔73〕

〔74〕

〔75〕

〔76〕

参见谭冰霖:“论政府对企业的内部管理型规制”,《法学家》2019年第6期,第74-87页。
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2条。

SeeDanielSarewitz,“AnticipatoryGovernanceofEmergingTechnologies,”inGaryE.Marchant,

BradenR.AllenbyandJosephR.Herkert(eds.),TheGrowingGapBetweenEmergingTechnologiesand
Legal-EthicalOversight:ThePacingProblem,Berlin:Springer,2011,p.110.

例如,2021年以来对平台经济领域隐私保护、妨碍竞争等方面的治理有其必要性,但是,治理也导

致大量互联网平台公司市值异常调整,其部分原因就是规则调整过于突然,扰乱市场预期。对此,决策层面也

提出,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针完善既定方案,坚持稳中求进,通过规范、透明、可预期的监管,稳
妥推进并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参见“国务院金融委会议研究当前形势”,载《人民日报》2022年

03月17日,第2版。
参见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

法治保障”,《求是》2021年第5期。
就此可参见关于适应性治理的论述。Seee.g.,J.B.Ruhl,“RegulationbyAdaptiveManagement

-IsItPossible?”MinnesotaJournalofLaw,Science& Technology,Vol.7,No.1,2005,pp.21-57.



总是会引发大量的伦理议题。但是,由于科技与社会本身具有相互塑造的关系,一些问题实际

上可以通过技术使用者的适应、社会和市场机制的自我调适而缓解,并非所有的伦理议题都需

要法律层面的回应。否则,法律过度的介入,既会影响相关问题处理的弹性,也会给自身带来

过度的调整压力。〔77〕实际上,决策层亦提出“要避免把科技伦理问题泛化”。〔78〕因此,法律

层面应当首先检视,传统上受到法律保护的价值是否因为某项技术的应用而面临系统性的保

护漏洞。

当然,这一分析既要涵盖当下明确、现实的威胁,也要关注那些更深层次、结构性的挑战。

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例,它们革命性地降低了信息记录、复制、传播的成本,就其个体而言,

带来的直接问题是隐私暴露的风险。然而,我们也需要意识到,数字空间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

交互的信息界面。在个体在数字空间的停留越来越多时间的情况下,这种信息界面实际上已

经成为人理解自己和理解社会的限定结构。〔79〕在此背景下,相关主体基于对个人信息的掌

握,精细化地操控对其呈现的信息,可以塑造一个人的认知和偏好,形成对人的操纵,从而深刻

侵蚀个体的自治,这构成长期且更为深刻的挑战。〔80〕

综合性的理解、回应科技应用带来的这种直接威胁和长期挑战,正是推动科技伦理治理的

关键。因为,即使在工具主义的科技观念下,往往也能够发现科技应用带来的直接威胁,并推

动法律做出一定的回应。但是,只有更深入、全面地探究科技带来的实质性变化、理解其价值

负载,才能准确理解相应的长期挑战。例如,如果我们将互联网视为单纯的工具,将个人在网

络空间活动留下的信息视为个人身份在网络空间的投射,也可以从延伸隐私保护的角度得出

对个人数据进行保护的必要性。但是,只有当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个人数字化生活所带来的交

互方式变革,理解数字经济背后的驱动因素,我们才能更加准确的理解个人自治面临的挑战,

并做出更具预见性的回应。

其二,调整既有法律规则的适用范围,调适规范方案。法律对行为的规范往往是以现有

的、典型的社会交往方式为蓝本设计的,而与法律相关联的科技伦理问题,大多源于科技改变

了既有交互方式,使一些原先受到很好保护的价值变得脆弱,或者使一些原来只在背景存在的

问题走向前台。在此背景下,如果既要法律规范的稳定性、连续性,又要解决相应的伦理挑战,

一个较好的方式就是充分开发既有规范的解释和适用空间。

以前述数字化生活所带来的个人决策被操纵、自治受侵蚀为例。其中大量有风险的行为

是基于商业推广目的,意在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决策。此时,调适《广告法》的适用范围和规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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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78〕

〔79〕

〔80〕

有学者分析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入法必须坚持科学立法的原则,科技伦理议题由于涉及价值观念,
与这一问题有类似性。参见王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入法———一个立法学的分析框架”,《法学》2019
年第9期,第58-59页。

见前注〔26〕。

SeeMassimoDurante,Ethics,LawandthePoliticsofInformation:AGuidetothePhilosophy
ofLucianoFloridi,Berlin:Springer,2017,pp.5-17.

SeeYochaiBenkler,“SirenSongsandAmishChildren:Autonomy,Information,andLaw,”New
YorkUniversityLawReview,Vol.76,No.1,2001,pp.23-113.



式,就是非常重要的回应方式。从实践来看,借助互联网技术实施的大量有争议的商业推广形

式如竞价排名、经验分享、消费测评,其潜在危害就在于实质上进行了收费推广,但却隐藏了这

种交易关系,让消费者误认为是一种客观、中立的信息展示行为,从而达到更为隐秘地影响消

费决策的目的。〔81〕这些行为在广告法中本有相应的规范原则,〔82〕但是,互联网技术应用制

造的新的场景形成了相关法律是否需要适用的争议地带,需要法律明确规制立场。

当然,同样需要关注的是,新科技应用衍生的行为内涵往往已与过去法律规范的典型形态

有差异,法律在介入的同时也需要适当调整相关的规范内容。例如,上述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

的隐形商品和服务推广,固然需要较全面地纳入广告法的规范。〔83〕但是,监管部门也需要认

识到,互联网技术的使用也已经使广告的功能、发布的方式、相关参与主体的角色定位等等发

生了实质性变化,法律的介入也需要系统性地调适包括平台审核义务等在内的规范方式。〔84〕

实际上,科技应用对社会交互方式的改变往往造成一种“相似但不同”的情况,仅仅基于相

似性就全部援用相应规则,可能是过于简化的,规制方案的设计应当深入相关活动的具体语境

和应用机制。〔85〕因此,上述“旧法新释”并非简单、机械地将法律“翻译”于新的情况,而必须

结合新科技所产生的实质性变化而进行调适,既确保法律能够应对新科技带来的伦理挑战,亦

确保这种回应能够契合科技和商业的内在规律,符合事物的本质。〔86〕

其三,逐步确认新兴权利,探索新型规制路径。当代科技已经从传统物的角色日益演变为

改造生活环境的驱动因素:数字技术突破既有时空限制,革命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基因科技改

变了生命现象,使人群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以改造。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探究人类本性在

既有空间未曾被探索认知的部分,形成人性与价值的新观点,并以此调适相应的法律规

则。〔87〕

仍以前述数字化环境对个人自治的威胁为例。既有法律如《广告法》的调适虽可发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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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82〕

〔83〕

〔84〕

〔85〕

〔86〕

〔87〕

参见赵鹏:“搜索引擎对信息传播的影响及其法律规制”,《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4期,第188-
120页;应飞虎、葛岩:“软文广告的形式、危害和治理———对<广告法>第13条的研究”,《现代法学》2007年第

3期,第29-39页。
《广告法》(2021年修订)第14条第1款规定:“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

告。”
监管部门已经表达了相应的立场,参见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稿)》第2、8条。
例如,有学者以竞价排名广告为例,提出了科学处理互联网平台“核对”义务的观点。参见宋亚辉:

“竞价排名广告规制模式的转型———从政府规制到受监督的自我规制”,《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18年第4期,
第40-47页。

有学者以互联网应用为例,探讨了这种关注实质变化的重要性。SeeTimothyWu,“Application-
CenteredInternetAnalysis,”VirginiaLawReview,Vol.85,No.6,1999,pp.1163-1204.

“事物的本质”的讨论及其在行政法上的意义可以参见陈爱娥:“事物本质在行政法上之适用”,《中
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3期,第82-92页。

参见刘尚志、林三元:“科技法律之本质与范围”,《月旦法学杂志》2009年第3期,第118-119、130
-132页。



的规范作用,但仍存在力所不及之处。毕竟,在互联网环境下,隐形的、试图影响互联网用户认

知、偏好的商业推广,已经超出对特定商品和服务的范畴,而是扩展到非常广泛的目的。〔88〕

而且,其影响的也并非仅仅是消费者权益,而波及到整个公共对话的有效性、信息环境的可信

性。〔89〕此外,即使非商业推广性的新闻、内容分发,由于个性化算法技术的应用,也会产生诸

如“信息茧房”之类的效应。〔90〕

正因如此,在数字环境下,操纵个人决策、侵蚀个人自治的威胁是全方位、结构性的,法律

就可以考虑更全面的评估,形成新的定位,发展出诸如数字人格之类的法益。〔91〕基于这种定

位,在权衡各方因素的基础上,法律可通过确认个体新兴权利、加强对平台算法决策问责等方

式,在新的技术环境下保护个体的自治。〔92〕

五、结 语

近年来,在政策议程中,科技创新被前所未有地置于现代化的核心地位。〔93〕而当中国日

益成为全球范围内科技创新的引领者,也将面对科技及其应用所带来的挑战。一方面,我们需

要珍视科技创新的价值,并动员市场机制利用和反馈这种创新;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创造出

相应的空间,确保社会能够集体地决定其未来,确保技术能够服务于人。就此而言,科技伦理

治理的兴起以及法律的逐步介入,正当其时。

与此同时,相较于传统上对科技健康、环境等物理性风险的规制,科技伦理治理要求处理

科技引发的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法律的功能定位与介入方式需要有所调整。特别是,我们

必须认识到科技与社会具有相互塑造的关系。由此,法律的功能应当定位为创造一种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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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89〕

〔90〕

〔91〕

〔92〕

〔93〕

参见胡凌:“商业网络推手现象的法律规制”,《法商研究》2011第5期,第3-11页。

SeeEllenP.Goodman,“StealthMarketingandEditorialIntegrity,”TexasLawReview,Vol.85,

No.1,2006,pp.83-152.
参见(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2页。

SeeFrankPasqualeandArthurJ.Cockfield,“BeyondInstrumentalism:ASubstantivistPerspec-
tiveonLaw,Technology,andtheDigitalPersona,”MichiganStateLawReview,Vol.2018,No.4,2018,

pp.821-868.我国亦有学者提出了数字人权的概念,参见马长山:“智慧社会背景下的‘第四代人权’及其保

障”,《中国法学》2019第5期,第5-24页。实际上,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条将个人信息保护与宪法

层面人格尊严相关联,也可以理解为提示了发展数字人格的趋势。对该条的理解可以参考江必新:“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年第6号。
参见张欣:“从算法危机到算法信任:算法治理的多元方案和本土化路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9第6期,第17-30页。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0

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

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的环境,确保科技与社会价值体系之间建立有效的连接界面,使两者持续对话,相互调适,〔94〕

缓解技术变迁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冲击。

Abstract:Onthebasisoffocusingonphysicalriskssuchashealthandenvironmentalrisksinthe

past,contemporarytechnologygovernancehasbeguntopayattentiontoandrespondtoethicalissues

suchasthesubjectivityoftechnologytopeople,socialinteractionrules,andviewsofvalues.Thisre-

quiresustoreflectonthemethodologythatseparatestechnologyfromthebehavioroftechnologyuse,

andpromotethemoderatedemocratizationandsocializationoftechnologygovernance.However,this

taskfaceschallengessuchastheuncertainty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echnologyandsociety,thediffi-

cultyofopeningupthedimensionsofdecision-making,andthediversityandvariabilityofethicalposi-

tions.Inordertomeetthesechallenges,thelawneedstobevigilantagainsttechnologicallydeterministic

thinkingandbehaviorpatterns,anditneedstoprovideaninstitutionalenvironmentforhumanactivities

toadapttoemergingtechnologies.Ethicalizationoftechnologygovernancerequires,ontheonehand,to

designprincipledandproceduralrequirementsinthe“upstream”oftechnologyresearchanddevelop-

ment,designandsoontopromotethestructuralembeddingofethicalconsiderationsintothetechnology

researchanddevelopmentprocess,andtoensurethattechnologicalresearchanddevelopmentnotonly

considerinstrumentalvalues,butalsofocusoncomplextechnology-ethicalinquiry.Ontheotherhand,

thisalsorequiresthelawtoresponsivelyregulate“downstream”technology-relatedusebehaviors.By

creatinganinstitutionalecologyoftechnologicalgovernance,lawcanfacilitatecontinuousdialogueand

adjustmentbetweentheinstrumentalvalueoftechnologyandthesocialvaluesystem.

KeyWords:ScienceandTechnology;RiskGovernance;Ethics;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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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有学者将其描绘为“共同塑造”(co-production)。SeeSheilaJasanoff,“OrderingKnowledge,Orde-
ringSociety,”inSheilaJasanoff(ed.),StatesofKnowledge:TheCo-productionofScienceandSocialOr-
der,NewYork:Routledge,2004,pp.13-45.




